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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长江经济带 2003—2017年 11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绿色发展质量进行动静结合

分析，采用 Tobit面板回归模型对影响绿色发展质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

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明显，总体呈从上游城市向下游城市再向中游城市逐步递减的趋势，即“两端高、中

间低”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外商投资水平、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质量提高作用显著，而产业结构、

科技进步、城镇化则对绿色发展质量起到抑制作用。从对接国家战略、增加政府扶持、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区域差

异 4个方面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熵值法 Tobit回归模型 绿色发展质量 

【中图分类号】：F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20）23-0222-08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务院对《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及《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

印发实施，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变得极为重要。《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长江经济带是酸雨污染的主要分布区域，沿

江沿岸“化工围江”致使水质状况不容乐观。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东中西部互助合作的协调发展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

带，必须走绿色发展、转型升级之路。因此，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研究如何协调处理好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

的关系，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来换取最优的经济发展，实现长江经济带最优的绿色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

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发展质量的研究较少，主要从绿色发展相关方面来展开研究。绿色发展是人们面对频发的生态

环境问题基于环保方面相关研究而提出来的。Reardon
[1]
从可持续性发展和资源分配的角度研究认为绿色经济是在生态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人类幸福的最大化。胡鞍钢[2]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以人的绿色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一体化发

展。绿色发展测度分别从生态环境、宏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生活质量 4 个方面的侧重点来进行绿色指标体系构建和绿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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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测算[3-6]。陈劭锋等[7]在绿色发展方面提出了有别于国外的绿色综合评估法即资源环境绩效指数法，并对相应国家和地区的绿

色发展水平做出了综合评估。李琳等[8]从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政策支撑力 3个方面构建了区域产业绿色发展

指数，对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了评价和动态比较。 

关于绿色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方法，石宝峰等[9]基于信息含量最大指标筛选剔除原则，利用 R聚类分析方法对绿

色发展指标进行海选；郭永杰等[10]运用熵值法、改进 TOPSIS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县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于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来进行实证分析，还没有从企业产业等微观角度来研究具体的影

响机制，理论分析也相当缺乏。影响因素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城镇化、环境规

制等方面选择[11-14]。李华旭等[15]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城镇化、政府规制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沿江绿色发展

水平产生了影响。余威震等[16]认为人均 GDP、城镇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户投资能力是影响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主要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现状、动态变化趋势，探讨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

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熵值法 

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来获取指标的权重，一级指标权重参考《2012 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中对经济发展绿化

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扶持力度三者间权重的设定来给定，其权重分别为 0.33、0.34、0.33；二、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来

确定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原始变量间的量纲关系。 

 

式中，Rij为原始数据 Xij第 i 行第 j 列的标准化值；Xjmax、Xjmin分别为原始数据 Xij在第 j 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可得到标准

化的原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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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归一化，  

3）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 

 

式中，k=1/lnm,m为样本总数。 

4）计算第 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5）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值。 

 

6）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1.2 Tobit回归分析 

由于熵值法测算出来的绿色发展质量最小值为 0，属于截断数据中的断尾数据，若运用普通的最小二乘估计法（OLS）将会

导致参数估计出现有偏性与不一致性，而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才能使参数估计出现一致性。Tobit 模型既属于因变量受

限模型也遵循最大似然估计法，因此，选用 Tobit模型中的限值回归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Tobit回归分析是由 Tobin[25]提出的一种因变量受限的回归模型，能解决受限或截断因变量的模型构建问题，当因变量为切

割值或片段值时采用
[26,27]

。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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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为截断因变量向量；X 为自变量向量；α 为截距项向量；β 为回归参数向量；ε 为扰动项，ε～N(0,σ2)。当因

变量是部分连续分布或部分离散分布数据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Tobit模型的参数是有偏差的，因此采用最大似

然估计法（MLE）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2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测度 

2.1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已有绿色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全面性、科学性、可靠性原则，结合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经济

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扶持力度 3 个方面构建包括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和 28 个三级指标的长江经济带城

市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以 2003—2017 年为研究时段，选取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来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其影

响因素；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8）》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2.2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会城市 2003—2017 年的绿色发展质量进行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

分为上、中、下游，计算并绘制其对应的绿色发展质量值及绿色发展变化趋势（图 1）。其中，图 a、b、c分别为长江经济带下、

中、上游各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 

从整体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发展质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各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值在 0.04～0.13，表明长江经济

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整体普遍偏低。从变化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总的趋势都有所提升，但大部分提升幅度

较小，进展缓慢。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还未达到提质增效的阶段，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

很大的改善空间，仍需加大力度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 

表 1 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综合评价结果 

年份 上海 南京 杭州 合肥 南昌 武汉 长沙 重庆 成都 贵阳 昆明 

2003 0.084 0.049 0.075 0.048 0.060 0.061 0.064 0.055 0.058 0.051 0.066 

2004 0.120 0.079 0.106 0.077 0.080 0.086 0.076 0.089 0.083 0.103 0.101 

2005 0.113 0.079 0.103 0.078 0.089 0.085 0.074 0.089 0.087 0.096 0.094 

2006 0.116 0.095 0.105 0.081 0.090 0.090 0.080 0.066 0.094 0.092 0.091 

2007 0.105 0.090 0.099 0.078 0.084 0.091 0.079 0.100 0.090 0.096 0.090 

2008 0.104 0.104 0.102 0.075 0.089 0.084 0.077 0.087 0.092 0.084 0.102 

2009 0.105 0.087 0.105 0.080 0.091 0.081 0.084 0.095 0.089 0.081 0.103 

2010 0.097 0.082 0.099 0.078 0.080 0.079 0.087 0.126 0.087 0.087 0.100 

2011 0.097 0.086 0.109 0.081 0.071 0.077 0.091 0.123 0.087 0.091 0.089 

2012 0.094 0.090 0.116 0.075 0.074 0.073 0.092 0.108 0.086 0.101 0.092 

2013 0.089 0.081 0.103 0.079 0.066 0.077 0.082 0.109 0.085 0.122 0.107 

2014 0.087 0.085 0.105 0.084 0.071 0.078 0.085 0.120 0.082 0.107 0.097 

2015 0.082 0.088 0.100 0.081 0.071 0.073 0.087 0.152 0.077 0.102 0.087 

2016 0.086 0.091 0.100 0.091 0.061 0.068 0.081 0.160 0.076 0.100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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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085 0.090 0.097 0.102 0.081 0.062 0.085 0.161 0.074 0.107 0.088 

均值 0.098 0.085 0.101 0.079 0.077 0.078 0.082 0.109 0.083 0.095 0.093 

 

 

图 1 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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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明显，上、中、下游的绿色发展质量存在着不平衡性，总体呈

从上游城市向下游城市再向中游城市逐步递减的趋势，即“两端高、中间低”的趋势。除重庆以外，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的绿

色发展质量整体上呈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的绿色发展质量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上海、南京、杭州和合

肥绿色发展质量的整体变化趋势大致相近，说明下游城市内部之间绿色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差异性较小，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的印发实施，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的绿色发展将更趋于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的绿色发展质量整体呈缓

慢增长的趋势，波动幅度不大，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发展质量中处于凹陷区。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

以及全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不仅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点区域，需加大力度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质量，以助力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指标分解维度来看，绿色发展质量由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扶持力度 3 个一级指标构成，为了方便对

这 3 个指标的变动趋势做进一步分析，分别对其最基础的三级指标权重做归一化处理，得到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分项

指标权重。在三级指标权重的基础之上，结合建立的指标体系与熵值法的运算，测算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各分项指

标的得分，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

及政府扶持力度总体上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绿化度在 2009年出现下降趋势，而资源环境承载力及

政府扶持力度仍保持稳步上升趋势。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增幅最大，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经济增长绿化度及政府扶持力度增幅大

体相当。 

表 2 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综合得分 

年份 经济增长绿化度 资源环境承载力 政府扶持力度 绿色发展质量综合得分 

2003 0.045 0.012 0.031 0.032 

2004 0.058 0.018 0.025 0.045 

2005 0.069 0.017 0.026 0.050 

2006 0.072 0.017 0.029 0.058 

2007 0.086 0.020 0.030 0.062 

2008 0.095 0.023 0.031 0.067 

2009 0.071 0.033 0.041 0.051 

2010 0.088 0.040 0.047 0.072 

2011 0.102 0.049 0.055 0.080 

2012 0.102 0.063 0.075 0.086 

2013 0.112 0.066 0.093 0.098 

2014 0.116 0.071 0.105 0.100 

2015 0.111 0.093 0.116 0.109 

2016 0.121 0.106 0.120 0.116 

2017 0.126 0.113 0.124 0.122 

 

2.3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动态变化分析 

本研究在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及其分项指标研究的基础上，选择 2003 年和 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

量及其分项指标得分，运用 ArcGIS10.4软件的自然断点法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演变趋势，将长江经济带城

市绿色发展质量及其分项指标分为 4个等级即高质量、较高质量、中等质量和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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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绿化度分布对比见表 3。由表 3 可知，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经济增长绿化度变化明

显，上、中、下游差异逐渐显著。具体来看，上海的经济增长绿化度在 2003年、2017年一直处于高质量等级，说明上海在经济

绿色发展方面要领先于其他城市。杭州的经济增长绿化度从 2003 年的较高质量等级降到 2017 年的中等质量等级，而合肥恰好

相反，其经济增长绿化度从 2003年的中等质量等级上升到 2017年的较高质量等级。重庆的经济增长绿化度从 2003年的低质量

等级上升到 2017年的中等质量等级，而昆明恰好与重庆相反变动。由表 3还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经济带上、中、

下游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绿化度差距开始增大，部分城市实现突破性进展，上、中、下游差异明显，这符合实际中长江经济带各

城市经济发展的演变规律，且经济增长绿化度对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作用显著。 

2003年、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布对比见表 4。由表 4可知，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 2017年相

较于 2003 年总体水平上升。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等级规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 年和 2017 年，杭州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一

直处在高质量等级，贵阳和重庆由 2003年的较高质量等级上升到 2017年的高质量等级，长沙和成都由 2003年的中等质量等级

上升到 2017年的较高质量等级，武汉和南昌分别由 2003年的中等质量等级、较高质量等级下降到 2017年的低质量等级，南京

从 2003 年低质量等级上升到 2017 年的中等质量等级。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质量等级处于上升

趋势，且城市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变动差异比较大。 

2003年、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政府扶持力度分布对比见表 5。由表 5可知，长江经济带城市政府扶持力度 2017年相较于

2003 年总体水平有所下降。长江经济带城市政府扶持力度的等级规模发生了小幅变动，合肥由 2003 年的中等质量等级上升到

2017 年的高质量等级，南昌和南京分别由 2003 年的低质量等级、中等质量等级上升到 2017 年的较高质量等级，武汉和上海由

2003年的中等质量等级下降到 2017年的低质量等级，长沙由 2003年的低质量等级上升到 2017年的中等质量等级，重庆和成都

分别一直处于高质量等级和低质量等级。重庆和成都都是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两者交流密切，而重庆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用

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资金要远大于成都，说明政府扶持力度对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作用显著。 

表 3 2003年、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绿化度分布对比 

区间 城市数量 2003年 区间 城市数量 2017年 

［0.02250，0.02370］ 2 贵阳、重庆 [0.02380,0.02600] 2 贵阳、昆明 

（0.02371，0.03960］ 3 合肥、南昌、昆明 (0.02601,0.03580] 3 杭州、南昌、重庆 

（0.03961，0.05110］ 5 
南京、杭州、武汉、长沙、成

都 
(0.03581,0.04720] 5 

南京、合肥、武汉、长沙、成

都 

（0.05111，0.10720］ 1 上海 (0.04721,0.07640] 1 上海 

 

表 4 2003年、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布对比 

区间 城市数量 2003年 区间 城市数量 2017年 

[0.00580,0.00710] 3 上海、南京、合肥 [0.00870,0.01220] 4 上海、合肥、南昌、武汉 

(0.00711,0.01200] 3 武汉、长沙、成都 (0.01221,0.01540] 1 南京 

(0.01201,0.01540] 4 南昌、重庆、贵阳、昆明 (0.01541,0.02270] 3 长沙、昆明、成都 

(0.01541,0.01820] 1 杭州 (0.02271,0.03100] 3 杭州、贵阳、重庆 

 

表 5 2003年、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政府扶持力度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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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城市数量 2003年 区间 城市数量 2017年 

[0.01610,0.02120] 3 南昌、长沙.、成都 [0.01250,0.01490] 3 上海、武汉、成都 

(0.02121,0.02660] 5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 (0.01491,0.02110] 2 杭州、长沙 

(0.02661,0.04760] 2 贵阳、昆明 (0.02111,0.04880] 4 南京、南昌、贵阳、昆明 

(0.04761,0.06980] 1 重庆 (0.04881,0.06420] 2 重庆、合肥 

 

3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 

3.1变量选取与说明 

参考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根据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同时兼顾变量数据的

科学性和可获取性，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市场开放、外商投资水平、城镇化以及环境规制作为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市绿色发展质量与城市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随着城市居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

提高，居民自身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会随之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经济发展水平选取该城市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来衡量，在回归模型中，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 

2）产业结构。根据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且第二产业直接

与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一种表现，所以产业结构选取第二产业产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同时也可避免模型因为变量间相关性过高导致的系数估计方差偏大。 

3）科技进步。高新技术的研发与投入生产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耗能、高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科技进步选取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

支出比重来衡量。 

4）市场开放。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将城市的经济发展融入国际贸易，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也可以通过进口引进先进的

技术设备，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高污染、高耗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升绿色发展质量。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的基础上，进出口贸易将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市场开放选取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来衡量。 

5）外商投资水平。外商投资具有两面性，在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选择投资一些传统

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从而加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特别是一些偏远城市为吸引外商投资，大大降低环境标准来换取经济

的发展。所以需要对外商投资与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外商投资水平选取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来衡量。 

6）城镇化。长江经济带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随着城镇化加速，大量农村人口

进入城市，不仅加重了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也加大了城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所以城镇化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来衡量。 

7）环境规制。关于环境规制的指标选取标准有很多，本研究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选取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平均值来衡量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2×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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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指数进行逆处理，即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平均值越大，环境规制力度越小。影响因素

变量的解释与说明见表 6。 

表 6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简称 变量定义 预期效应 

因变量 绿色发展质量 EQ 熵值法  

 经济发展水平 E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正 

 产业结构 IS 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 GDP比重 负 

 科技进步 TP 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比重 正 

自变量 市场开放 DT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 GDP比重 正 

 外商投资水平 FI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 GDP比重 正 

 城镇化 LR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负 

 环境规制 ER 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平均值 正 

 

3.2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 Tobit面板模型及选取的变量，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式中，EQit为第 i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值；ct为常数项；β1,β2,⋯,β7分别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为使数据

保持平稳，将绝对变量 EPit、ISit、TPit、URit和 1/ERit取对数，以减少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的影响。采

用 Stata软件进行 Tobit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 7。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市场开放、外商投资水平、城镇化及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都对城市绿色

发展质量存在着积极的影响，至少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外商投资水平和环境规制与

城市绿色发展质量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市场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外商投资的进一步引入，将为长江经济带带来更多

的先进技术与社会管理经验，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生产要素在各城市与国际间流动，从而促进要素的最优配置、提高要素的使

用效率。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引入外资和进行国际贸易的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制定合理规范的环境

准入与污染物排放标准。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城镇化与城市绿色发展质量为负相关关系，特别是第二产业占比，说明长江经

济带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阶段，需加大力度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对于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要进行关停并转，进一

步减少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发展带来的制约作用。 

4 小结与建议 

4.1小结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 2003—2017 年 11 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经济、环境、政府 3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

熵值法测算了各城市的绿色发展质量，并进一步探究了绿色发展质量的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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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统计量 显著性 

经济发展水平 ln(EP) 0.4632690 0.0726291 6.15 *** 

产业结构 ln(IS) -0.5230531 0.1531520 -3.62 *** 

科技进步 ln(TP) -0.0401207 0.0235132 -1.69 * 

市场开放 DT 0.0048291 0.0016403 2.87 *** 

外商投资水平 FI 0.0770013 0.0303002 2.60 ** 

城镇化 ln(UR) -1.0109890 0.2301007 -4.62 *** 

环境规制 ln(1∕ER) 0.0720100 0.0291032 2.48 **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1）从整体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发展质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变化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总

的趋势都有所提升，但大部分提升幅度较小，进展缓慢。从区域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明显且上、

中、下游的绿色发展质量存在着不平衡性，总体呈从上游城市向下游城市再向中游城市逐步递减的趋势，即“两端高、中间低”

的趋势。从指标分解维度来看，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扶持力度总体上都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2）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外商投资水平、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城市绿

色发展质量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逐步形成、外商投资的逐步深化以及环境规制力度的逐步加强而得

到进一步的提高。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长江经济带亟需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增长绿色产业的比重。科技进步的效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味地投

入人力物力，而忽视了对环保技术的内在创新与科研成果的实际转换率。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镇化对

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将逐渐降低。 

4.2建议 

1）对接国家战略，引领绿色新发展。以长江经济带战略为基点，加快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连接“一

带一路”倡议，加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落地实施，有利于加快区域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市场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双向促进绿色发展质量大提升。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减少数量化、低质量的城镇化对绿色发展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 

2）增加政府扶持，加大环保新投入。长江经济带应成立专门的环境治理投资基金，用于帮助那些地方财政支出紧张的城市，

弥补财政支出在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各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手段，吸引企业和民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压力，依托民众和企业的力量更好地治理环境。 

3）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产业新布局。长江经济带在开展产业布局优化过程中，应以省会为中心点，通过省会城市之间的相

互联动形成多线，再由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形成的多面，共同组成“点线面”全流域产业结构的

优化布局。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利用高新技术促进长江经济带传统产

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4）统筹区域差异，开创空间新格局。从空间新格局来看，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应遵循“多中心带动、合理开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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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结合各城市发展现状，加快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依托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长沙、南昌、重庆、成

都、昆明、贵阳、合肥 11个中心城市，构建多个中心协调发展的格局，以此带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

市群等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城市的发展。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联动机制，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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